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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能否激励校企联合创新

——来自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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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识别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政策能否以及如何重塑校企

联合创新的专利产出结构，重点检验替代型与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的差异

化政策效应这一科学问题。本文构建高校—企业研发两部门模型并将人

才匹配效率、税收减免率与信号传递强度嵌入政策冲击，以产教融合型企

业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8~2023 年上市公司数据以联合专利技术空

间划分替代型和互补型模式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产教融合政策显著促进

校企联合创新，替代型模式下政策效应显著强于互补型，且通过人才引进、

财税激励、信号传递三大机制实现，政策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同时在高技术行业、创新型城市、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中的政策效应更

大。基于此，建议立足技术匹配特征与异质性差异制定分层分类的产教融

合支持政策，强化微观机制保障，兼顾创新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助力校企

联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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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

力”，“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为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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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核心方向，而产教融合作为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纽

带，正是落实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彰显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全

局性、战略性意义。

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格局中，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与人才培育的

核心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早已成为学术界与

产业界广泛探讨的核心议题（Perkmann 等，2013）。为精准对接教育优先发展、人才

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9 年经国务院同

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6 部门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目的在于建立健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校企合作育人、协同创

新的体制机制，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产教融合是促进

协同创新和高校就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院校

支撑的协同体系，形成可复制的产教融合模式，通过试点城市、行业、企业，辐射全

国，推动教育和产业体系互促共进。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研究报告的数据，

2024 年企业专利权人中与高校或科研单位开展合作的比例达 41.0%；2023 年中国

产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9.7%，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然而，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产学研发明专利虽增长至 12.6 万件，但其占专利总体比例仍然偏

低，暴露出当前校企联合创新在合作广度与转化深度上的不足：产学合作专利积累

有限，高价值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健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模式仍未普及。为解决

这一问题，亟须追问：产教融合能否真正激励校企联合创新？其作用机制与提升路

径何在？这既是回应现实之需的理论追问，亦是推进深度融合的实践之钥。事实

上，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始终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唯有强化高校应用研究能力，

通过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实现知识成果向实际产品、服务的转化，才能真正推动技

术创新与转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动力。

目前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三螺旋模型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理

论支撑，强调政府—大学—企业三方在创新中的协同互动关系。政府、企业和高

校是知识经济时代内部创新体系的三大要素，政府提供政策和资源，高校提供知

识和人才，企业提供应用和市场，它们之间形成螺旋式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共同推动技术创新进程（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2000）。需要明确的是，产

教融合与产学研合作的概念有相近之处，二者同属校企互动范畴，但前者更聚焦

人才供需适配与技术协同的深度耦合，后者侧重知识研发与商业化转化，二者存

在本质差异。产教融合以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为核心目标，强调院校与行业企业的

深度嵌入性合作，通过共建专业、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形式实现教育与产业

的同频共振（徐国庆，2016），其合作场景涵盖人才供给、技术研发、资源共享等多

元维度（权小锋等，2020）。与之相对，产学研合作更聚焦知识研发与技术转化，尤

其侧重高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协作，突出多元主体间的资源互补与技术商业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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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核心目标在于破解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实践的脱节问题。现有研究对产

学研合作的创新效益进行了多角度探讨，涉及技术创新（周开国等，2025）、高校创

新能力提升（亢延锟等，2022）、中国企业创新成果商业化转化（Hsu 等，2025）、工艺

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郑刚等，2025），以及产学研合作如何激发数字原生企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等议题（尚路等，2025）。而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作为政策驱动下的

制度创新，通过认定机制强化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地位，形成政策引导、企业

参与、校企协同的闭环模式，为检验产教融合的创新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与单纯的产学研合作政策相比，其更强调企业在人才培养与技术转化中的双重主

体作用。

高校发明创造聚焦技术问题，企业科研立足消费需求，高校的研发创新转化

为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是高校—企业合作的重要基础。已有学者研究表明，校企

合作具有积极作用，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活动、创新质量、风险规避能力以及管

理模式。从资源整合视角来看，企业通过与高校合作可获取最新科研成果与智

力支持，借助高校的人才优势与科研平台突破自身技术瓶颈，同时节省人才培养

周期与研发投入，提升创新效率（Belderbos 等，2004）。从人才培养视角来看，产

教融合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培养出契合产业需求的实践型、创新型人才，这

些人才进入企业后直接提升联合创新能力（Brunetti 等，2020），而高校与企业共建

的联合实验室、技术联盟等平台，进一步加速了知识溢出与技术转化（Hong 和

Su，2013）。

三螺旋视角为产教融合驱动校企联合创新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2000），该模型强调大学、产业与政府通过互动网络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高校借由孵化器、科技园等平台将知识创造融入经济创新过程。在这一框架下，产

教融合型企业作为产业端的关键节点，与高校形成“需求牵引—资源供给—成果转

化”的协作链条，通过联合研发、人才共培等形式强化知识溢出效应，推动技术创新

涌现（Perkmann 等，2013；龙小宁等，2023）。内生增长理论与开放式创新理论进一

步夯实了研究基础。内生增长模型将创新视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企业单纯

依赖内部研发难以实现激进式创新，需借助外部合作获取知识与创新能力。开放

式创新理论则指出，校企合作作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形式，既能为企业提供外部研

发力量与人才储备，缩短研发周期（方森辉和毛其淋，2021），也可能因知识泄露风

险、管理成本增加而产生“双刃剑”效应（Giarratana 和 Mariani，2014），这为分析产教

融合的创新边界及需控制的风险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产教融合的创新效应仍面临多重制约。从合作主体内在差异来看，企

业与高校在知识创造利用、创新方向及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Hewitt-
Dundas，2012），这一现象源于双方制度逻辑和优先事项差异导致的“两个世界”悖

论（De Wit-de Vries 等，2019）。企业以市场利润为导向，高校以知识创造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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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与目标差异不仅导致高校虽创新水平较高，却难以有效提升企业实际创

新水平，还使得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远低于高校，其投入强度与参与意愿仍

需提升（De Wit-de Vries 等，2019），合作协同效率受限（Mulligan，2022）。从合作过

程与外部环境来看，产业界与教育界合作研发会打破原有市场平衡，部分企业凭

借研发优势冲击行业秩序；地理距离对合作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阻碍了高质

量信息交流与创新基地建设（Crescenzi 等，2017）。此外，开放式创新带来的知识泄

露风险（Mindruta，2013），也可能削弱企业参与联合创新的积极性。故产教融合的

实施能否提高企业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创新活动门槛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同时，产教融合对不同类型创新的影响存在潜在差异，但现有研究对此的探讨

仍不充分。部分学者证实产学研合作对技术创新、工艺突破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周

开国等，2025；Hsu 等，2025），但未明确区分创新类型；少量研究涉及产教融合与创

新质量的关系（权小锋等，2020），却缺乏对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的分样本检验。从

理论逻辑来看，渐进式创新建立在现有技术范式基础上，侧重效率与数量提升，产

教融合通过人才供给与技术适配性支持，更易促进这类创新涌现；而突破式创新需

要偏离现有技术范式，对基础研究深度与跨学科协作要求更高，需依赖产教融合中

的重大项目攻关机制与长期资源投入（李玉花和简泽，2021），这为本文研究中区分

两类创新效应提供了逻辑依据。

既有产教融合研究多从教育与产业对接或产学研合作框架出发，强调资源

互补、知识溢出与成果转化，但对于校企联合创新究竟以何种技术关系实现、政

策如何改变创新方向与专利产出结构，仍缺乏可用于经验检验的清晰机制刻画。

本文将校企联合创新界定为企业研发部门与高校研发部门之间的知识重组过

程，并将合作绩效的差异性归因于双方技术关系的异质性：一类合作体现为校企

联合技术对企业既有技术路径的替代，即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另一类合作体现

为校企联合技术与企业能力边界的互补，即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本模型以

Acemoglu 等（2012）定向技术变革框架为基础，构建高校—企业研发两部门理论

体系，首次将产教融合政策冲击下的人才匹配效率、税收减免率、信号传递强度

嵌入模型，论证不同联合创新模式下的创新效应。这不仅弥补了传统三螺旋模

型对微观技术互动解释不足的缺陷，还通过分模式比较明确了替代型模式下政

策作用强度显著大于互补型或呈现短期与长期效应差异。本文以产教融合型企

业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专利技术空间余弦相似度将校企联合创新划分为替

代型与互补型两类模式，以 2008~2023 年上市公司数据系统验证产教融合对校企

联合创新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模式划分阈值、PSM-
DID 等系列方法验证结论稳健性，并运用 Heckman 两步法缓解样本选择偏误，结

合基于 OECD 职业教育数据与 ILOSTAT 教育错配数据构建的 Bartik 工具变量解决

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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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与模式划分上，

本文突破对产教融合创新效应的既有研究，立足技术关联特征，基于联合专利的技

术相似度构建可度量的技术关系指标，从而识别替代型与互补型校企联合创新模

式，有效揭示同一政策在不同知识匹配结构下的差异化创新响应，弥补了现有文献

对合作模式刻画不够细致的不足。第二，在因果识别与政策净效应评估上，弥补对

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的因果识别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产教融合的整体效应或产

学研合作的创新成果，缺乏针对该试点政策净效应的精准评估，本文结合外生工具

变量策略缓解潜在的选择性进入与遗漏变量偏误问题，从而实现对试点政策净效

应的更为稳健、可信的估计，并能够识别政策对不同创新类型与不同联合创新模式

的差异化影响。第三，对产教融合影响校企联合创新的微观机制深入解构，本文超

越资源整合与知识溢出等笼统解释，系统构建并检验“人才引进—财税激励—信号

传递”三条具体微观机制路径。第四，在创新类型细分与创新质量识别上，进一步

区分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从“数量效应”拓展到“质量效应”，揭示产教融合试点政

策不仅影响联合创新的规模，也可能改变创新结构与创新质量，从而丰富了产教融

合政策效应的多维认知，并为政府制定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产教融合支持政策提

供更具针对性的经验证据与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

（一）生产函数

1. 最终产品生产函数

为将专利产出嵌入校企联合创新的生产过程，本文将校企最终产品设定为由企

业部门产出 Yf 与高校部门产出 Yu 联合生产，产出价值与专利通过技术水平正向

关联：

Y = é
ë
êêê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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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Y 为最终产品总产出，代表校企联合创新成果落地后的实际生产价值；

Yf、Yu 分别为企业研发部门、高校研发部门的产出，是校企各自创新活动的直接成

果；ω ∈ ( )0，1 为部门产出权重，反映市场对企业与高校研发成果的偏好程度；σ 表

示校企部门产出的技术替代弹性，是区分两种创新模式的核心参数：当 σ > 1 时，校

企产出呈现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此时高校专利对应的技术成果可替代企业低效

技术；当 σ < 1 时，校企产出呈现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此时校企专利对应的技术成

果需联合发挥作用。

2. 中间投入部门产出函数

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并非独立于生产体系之外的外生结果，而是通过技术

改善内生映射至部门及最终产出，遵循“专利产出→技术水平→经济产出”逻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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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构建嵌入专利与技术关联的企业及高校研发部门产出函数：

Yk = Ak L1-α
k ( )∑j=1

Nf x
ε-1

ε
k，j

αε
ε-1 = κk Pμ

k L1-α
k ( )∑j=1

Nf x
ε-1

ε
k，j

αε
ε-1
，k ∈ { }f，u （2）

其中，Ak 是企业 f 研发部门或高校 u 研发部门的技术水平，其与企业专利产出

和高校专利产出直接关联，即 Ak = κk Pμ
k，Pk 为企业或高校联合创新专利数量，κk >

0 为专利—技术转化系数，μ ∈ ( ]0，1 为专利对技术的贡献强度；Lk 企业或高校研发

部门的劳动力投入，满足劳动力市场出清约束 Lf + Lu = 1，劳动力总供给标准化为

1；α ∈ ( )0，1 为中间品产出弹性；xk，j 为第 j 种中间品投入量，Nk 为中间品种类数，

ε > 1 为中间品替代弹性，其体现技术水平越高，可适配的中间品种类越丰富的

逻辑。

（二）研发部门的专利产出函数

专利产出是创新成功率、研发人员投入、专利转化效率的综合结果，且创新成

功率受人才匹配和信号传递双重驱动：

Pk = λk ηHk = λ0( )1 + θ eγS ηHk，k ∈ { }f，u （3）
其中，λk 是校企联合创新成功率，是高校与企业端共享人才匹配与信号传递的

逻辑变量，λk = λ0( )1 + θ eγS 为产教融合政策下，校企人才流动与信息透明对高校成

功率的提升效应与企业一致，λ0 ∈ ( )0，1 为无政策干预时的基准成功率；θ 为人才匹

配效率，产教融合政策通过校企人才对接会、实习基地等方式提升该效率；S 为信号

传递强度，产教融合政策通过共建联合创新平台提升校企信息透明度；η 为专利转

化效率，每次创新成功对应的专利申请数量，反映研发成果的专利化能力；Hk 为企

业或高校投入校企联合创新的研发人员数量，互补型模式下 Hf 与 Hu 占比更均衡，

体现校企研发资源的联合配置，受产教融合政策补贴激励，替代型模式下 Hf 占比通

常更高。

P = Pf + Pu = λ0( )1 + θ eγS η (Hf + Hu ) = λ0( )1 + θ eγS （4）
其中，P 为校企联合创新的总专利产出数量。Hf + Hu = 1 为研发人员总供给标

准化约束，含义为产教融合政策不改变研发人员总规模，仅优化校企间的配置结

构。研发人员总供给固定，校企联合总专利产出取决于“创新成功率 λ0( )1 + θ eγS”

与“专利转化效率 η”。产教融合政策通过提升人才匹配效率 θ、强化信号传递强度

S，直接提高企业联合创新成功率 λk，同时通过政府研发激励增加 Hf，最终推动企业

端专利 Pf 增长。在替代型模式（σ > 1）下，Hf > Hu 使得 Pf 占总专利的比重更高；互

补型模式（σ < 1）下，Hf ≈ Hu 使得 Pf 与 Pu 均衡贡献总专利。

（三）产教融合政策冲击

产教融合试点政策通过三大核心渠道影响校企联合创新：人才匹配渠道直接

提升匹配效率，财税减免渠道缓解研发成本约束，信号传递渠道降低逆向选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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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由此，产教融合政策冲击下的效应如下：

θ = θ0 + δ1ΔPolicy + εθ；τ = τ0 + δ2ΔPolicy + ετ；S = S0 + δ3ΔPolicy + εS （5）
其中，θ0、τ0、S0 分别为政策实施前的基准值；τ 为校企联合研发的税收减免

率，尤其是教育类附加税的减免，是缓解研发成本的关键参数；S 为校企联合创

新的信号传递强度，如企业高校的合作信息媒体曝光度，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

关键参数；ΔPolicy 为政策的外生冲击， δ1、δ2、δ3 分别为政策实施后对人才匹配效

率、税收减免率、信号传递强度的提升幅度。产教融合试点政策通过三大渠道

推动校企联合创新。一是人才匹配渠道，依托对接平台、实训基地与订单式培

养，降低人才信息差、提升匹配效率，提高创新成功率。二是财税激励渠道，通

过教育费附加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倾斜，提高税收减免率、降低研发成本，

激励研发人员投入增加。三是信号传递渠道，借助官方公示名单、合作案例宣

传与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信息透明度，强化信号传递，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助力

创新成功。

（四）均衡条件

从最终产品市场均衡、部门最优化以及联合创新产出均衡分析市场均衡条件，

详细推导见附录 A①。

第一，最终产品市场均衡。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反映校企联合创新成果市

场价值，替代型模式下高校专利增长会压低其相对价格，互补型模式下校企联合专

利同步增长维持价格稳定，专利通过技术水平影响部门产出相对价格，呈现模式差

异化影响。

第二，部门最优化分析。企业研发部门享受产教融合政策的税收减免，中间品

需求与专利、政策效应相关，均衡利润受专利正向驱动与税收减免正向放大。政策

通过提升专利与税收减免，双向放大企业均衡利润。在替代型模式下，专利的驱动

效应更强；在互补型模式下，校企联合专利会进一步通过中间品综合指数强化利润

增长，最终体现政策对企业收益的激励作用。

第三，联合创新产出均衡。按照部门期望利润相等的均衡条件，最优配置研发

人员决定专利产出规模。由 E [ πf ] = E [ πu ] 结合 Pf = λf ηHf、Pu = λu ηHu，可得 Hf =
πf (πf + πu )、Hu = πu (πf + πu )。产教融合政策提升专利产出，推动部门利润增长，

优化研发人员占比。在替代型模式 σ > 1，企业部门利润 πf 增长更快，故 Hf > Hu 研

发人员更多流向企业；在互补型模式 σ < 1，校企部门利润同步增长，故 Hf ≈ Hu 研

发人员在校企间均衡配置。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对联合创新专利的贡献为

ϕ ∈ ( )0，1 ，由研发人员配置均衡 Hf 决定，与创新模式 σ 相关，则校企联合创新专利

总量与部门主体专利贡献关系为 Pf =  ϕP、Pu = ( )1 - ϕ P。可得：

①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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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K2C͂ ) 1
1-μβ (1 + θ ) 1

1-μβ e
γS

1-μβ (1 - τ )- β
1-μβ ( )f (ΔPolicy ) = (1 + θ0 + δ1ΔPolicy ) 1

1-μβ （6）
其中，C͂ 为包含创新模式、专利分配比例的常数项，K2 和 β 为成本弹性系数。

（五）政策冲击下校企联合创新均衡分析

1. 政策冲击下的校企联合专利分析

产教融合政策实施后，人才匹配效率 θ、税收减免率 τ、信号传递强度 S 均有显

著提升，其中  δ1 > 0、δ2 > 0、δ3 > 0，为了简化设定 εθ = ετ = εS = 0，将式（5）代入式

（6），然后对政策 ΔPolicy 求偏导，最终可得：

∂P
∂ΔPolicy

= K3
fgh

1 - μβ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δ11 + θ0 + δ1ΔPolicy

+ γδ3 + βδ21 - (τ0 + δ2ΔPolicy ) > 0 （7）
由式（7）可得，无论是替代型校企联合创新模式（σ > 1）还是互补型校企联

合创新模式（σ < 1）∂P ∂ΔPolicy > 0 均成立，说明了产教融合政策实施后对校企联

合创新的专利产出具有促进效应。当校企联合创新为替代型模式（σ > 1）时，

μ ( )σ - 1 σ > 0，由于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与企业独立专利的相似度高，联合专利

可直接替换企业独立申请的低效专利，以“更高质量的联合专利”替代“低质量

的企业独立专利”，此时模型中专利聚合项  C͂ 会随 σ 的提升加速上升，专利产出

的边际增益更显著。当校企联合创新为互补型模式（σ < 1）时，由于校企联合创

新专利与企业独立专利的相似度低，两者需联合发挥作用，创新资源的优化是

功能互补，需先磨合技术差异、降低协作成本，才能释放效应，此时模型中专利

聚合项  C͂ 随 σ 的降低缓慢上升，专利产出的边际增益更平缓。由此提出本文

命题 1。
命题 1：产教融合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该效应在

替代型与互补型校企联合创新模式中均稳健存在，且替代型联合创新对专利产出

的促进效应显著优于互补型。

2. 政策冲击下的企业人才需求分析

产教融合政策同时影响人才匹配 θ、税收减免 τ、信号传递 S 三大机制变量。若

不固定 τ 和 S，校企联合专利产出的变化会混杂“税收成本降低”“信息透明度提升”

的效应，无法单独分离出人才匹配效率 θ 的驱动作用。为了排除其他机制的干扰，

固定没有政策冲击的基准值 τ0 和 S0，讨论产教融合政策通过人才匹配效率 θ 对专利

产出的独立影响。将人才匹配效率的政策冲击式 θ = θ0 + δ1ΔPolicy 代入式（6）。利用

链式法则对产教融合政策冲击 ΔPolicy 求偏导，可得：

∂P
∂ΔPolicy

= ∂P
∂θ

∂θ
∂ΔPolicy

= K3
δ11 - μβ

(1 + θ0 + δ1ΔPolicy ) 1
1-μβ

-1
e

γS01-μβ (1 - τ0 )- β
1-μβ > 0 （8）

式（8）说明产教融合政策驱动的人才匹配效率提升，对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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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具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K3 与替代弹性 σ 正相关：替代型模式 σ > 1 时，K3 更大；

互补型模式 σ < 1 时，K3 更小。式（8）对 σ 求交叉偏导，可得：

∂2 P
∂ΔPolicy∂σ

= ∂K3∂σ
δ11 - μβ

(1 + θ0 + δ1ΔPolicy ) 1
1-μβ

-1
e

γS01-μβ (1 - τ0 )- β
1-μβ > 0 （9）

在替代型与互补型模式中，存在 |∂P ∂ΔPolicy
σ>1

> |∂P ∂ΔPolicy
σ<1

。也就是政策通过

提升人才匹配效率提高校企创新成功率，替代型模式中企业对高校人才的需求更

迫切，人才协同的边际收益更高，因此政策驱动的人才匹配对联合专利产出的促进

作用更显著。由此提出本文命题 2。
命题 2：产教融合政策可通过提高人才匹配效率提升创新成功率这一作用渠

道，对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且在该渠道下，替代型模式

的正向驱动效应，显著强于互补型模式。

3. 政策冲击下的财税激励效应分析

为单独识别财税激励的政策效应，避免人才匹配、信号传递的效应混淆：固定

人才匹配效率为政策前基准值 θ = θ0、信号传递强度为政策前基准值 S = S0。结合

税收减免率的政策关联式 τ = τ0 + δ2ΔPolicy，δ2 > 0 为政策对税收减免的提升幅度，代

入式（6）。对政策变量 ΔPolicy 求一阶偏导，可得：

∂P
∂ΔPolicy

= ∂P
∂τ

∂τ
∂ΔPolicy

= K3
βδ21 - μβ

(1 - (τ0 + δ2ΔPolicy ) )- β
1-μβ

-1 (1 + θ0 ) 1
1-μβ e

γS01-μβ > 0（10）
式（10）说明政策驱动的税收减免率提升，对专利产出 P 具有显著正向缓释效

应。在短期内，中间品种类 Nf、Nu 固定，政策冲击初期，企业和高校暂未调整中间品

投入结构；在长期内，中间品种类 Nf、Nu 随税收减免率上升而增加，政策持续作用

后，企业和高校通过增加中间品拓展研发。

当校企联合创新为替代型模式时，短期内中间品种类固定，税收减免直接降低

研发成本，企业可快速将资金投入专利研发，因此短期效应更显著；长期中技术迭代

速度快，新增中间品种类的边际收益随迭代递减，即 |∂PS ∂ΔPolicy
σ>1

> |∂PL ∂ΔPolicy
σ>1

。

当校企联合创新为互补型模式时，短期内中间品种类固定，校企协作的成本磨合

尚未完成，效应释放相对平缓；长期中校企联合效应随中间品种类增加而放大，

新 增 中 间 品 种 类 的 边 际 收 益 递 增 ，因 此 长 期 效 应 更 稳 定 且 强 于 短 期 ，即

|∂PS ∂ΔPolicy
σ<1 |< ∂PL ∂ΔPolicy

σ<1
。其中，PS 为短期专利产出，PL 为长期专利产出。税

收减免降低研发成本，替代型模式下，企业可快速利用成本优势投入研发，短期见

效快，但长期技术迭代会稀释边际收益；互补型模式下，校企需长期磨合实现联

合，因此成本减免的效应会随协作深化逐步放大，长期更稳定。由此提出本文

命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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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3：产教融合政策通过提升税收减免率这一财税激励机制，对校企联合创

新专利产出形成显著正向效应。该渠道的作用时效存在模式差异，替代型模式下

短期效应更突出，互补型模式下长期效应更具稳定性。

4. 政策冲击下的信号传递强度分析

为精准识别信号传递的政策效应，避免人才匹配、财税激励的效应混淆，需控

制其他机制变量的干扰：固定人才匹配效率为政策前基准值 θ = θ0、税收减免率为

政策前基准值 τ = τ0。结合信号传递强度的政策关联式 S = S0 + δ3ΔPolicy，δ3 为政策

对信号传递强度的提升幅度，及信号传递对研发配置效率的提升，配置效率系数

ϕ ( )S = 1 + ρS，ρ > 0 体现信号传递对研发人员实际有效投入的放大。对产教融合

政策 ΔPolicy 求一阶偏导，由链式法则可得：

∂P
∂ΔPolicy

= ∂P
∂S

∂S
∂ΔPolicy

= K3 (1 + θ0 ) (1 - τ0 )- β
1-μβ δ3 eγ (S0+δ3ΔPolicy )[ ]γ (1 + ρ (S0 + δ3ΔPolicy ) ) + ρ > 0

（11）
式（11）说明政策驱动的信号传递强度提升，对专利产出 P 具有显著正向促进

效应。在替代型模式中，信号传递强度提升会快速放大专利的知名度，由于校企专

利相似度高，高校研发资源可迅速向企业的“低效专利替代”需求集中，信号传递对

研发配置效率的放大效应 1 + ρS 与收益放大效应能直接转化为专利产出的快速增

长，因此 |∂P ∂ΔPolicy
σ>1

的数值更大。在互补型模式中，信号传递强度提升需先降低

校企协作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但由于校企专利相似度低，双方需磨合技术差异、适

配研发方向，信号传递的放大效应无法立即转化为专利增长，需长期协作才能释

放，因此 |∂P ∂ΔPolicy
σ<1

的数值更小。于是： |∂P ∂ΔPolicy
σ>1

> |∂P ∂ΔPolicy
σ<1

。以上表明信

号传递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放大研发效率，替代型模式中校企专利的高相似度让

信号传递的资源集中效应更直接，可快速提升“技术替代”类专利的产出；而互补型

模式中校企专利的低相似度需长期协作适配，信号传递的放大效应释放更平缓，因

此替代型模式下信号传递的作用更强。由此提出本文命题 4。
命题 4：产教融合政策驱动的信号传递强度对校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具有显著

正向放大效应，且替代型模式下的作用强度显著大于互补型模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了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教融合试点政策的校企联合创新效应，

设定如下：

Joint_Allit = α0 + α1Treati × Postt + α2 controlit + ηi + λt + εit （12）
其中，下标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η 和 λ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 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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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误差项，并选择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1. 校企联合创新不同模式度量

本文借鉴 Hong 和 Su（2013）以 A 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学校、科研单位联合

研发的专利申请数量（单位：百件）的对数值衡量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联合创新

Joint_Allit。并统计只包含企业与学校的联合创新 Joint_FirmUnver，以及联合发明申

请专利 InvApp_JoAll 作为稳健性分析指标。并依据同一公司在同一年度内校企联

合创新专利与企业独立创新专利的技术空间重叠程度区分不同校企联合创新模

式。第一，专利样本筛选与结构化去重。企业独立创新专利：筛选同一公司作为

唯一申请人、无学校等主体参与的专利样本，记为集合 Pindp，i，t；校企联合创新专利：

筛选同一上市公司与学校或科研机构作为共同申请人的专利样本，记为集合

Peuj，i，t。第二，构建技术空间向量。以国际专利分类（IPC）的分类维度为技术领域

划分依据，分别构建两类专利的技术空间频数向量：企业独立创新技术向量

V indp，i，t = ( xindp，i，t，1，xindp，i，t，2，…，xindp，i，t，n )，其中 n 为 IPC 分类总数，xindp，i，t，k 表示上市公司 i

在第 t 年第 k 类 IPC 下的独立创新专利数量；校企联合创新技术向量

V euj，i，t =

( xeuj，i，t，1，xeuj，i，t，2，…，xeuj，i，t，n )，其中 xeuj，i，t，k 表示上市公司 i 在第 t 年第 k 类 IPC 下的校企联

合创新专利数量。第三，计算余弦相似度以量化两类向量的重叠程度，如下：

simi，t =

V euj，i，t·


V indp，i，t

 
V euj，i，t ×  

V indp，i，t

（13）

其中，分子

V euj，i，t ×


V indp，i，t =∑

k=1

n

xeuj，i，t，k × xindp，i，t，k，为两类技术向量的点积，反映技

术领域的重叠规模；分母 
V euj，i，t = ∑

k=1

n

x2
euj，i，t，k 、 

V indp，i，t = ∑
k=1

n

x2
indp，i，t，k ，分别为两类

技术向量的模长，用于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专利总量差异的干扰。

第四，以企业独立创新专利与校企联合创新专利的技术空间余弦相似度为核

心划分。若该相似度≥0.7，表明企业高校联合创新的技术领域与企业自身独立创新

的技术空间高度重叠、功能趋同，此类合作被界定为“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

（Subs），即联合创新成果可替代或强化企业独立研发的技术路径；若该相似度≤0.4，
表明联合创新的技术领域与企业独立创新的技术空间异质性显著、功能形成互补，

此类合作被界定为“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Comp），即联合创新填补了企业独立研

发的技术缺口或拓展了企业原有技术边界。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更换为相似度≥
0.6 界定“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0.3 界定“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划分依据说明

见附录 B。

2. 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政策

本文依据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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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施方案》，手工搜集国家及各省（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陆续公布的 6240 家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名单，筛选上市试点企业以评估产教融合的联合创新效应，政策

背景与全部试点企业统计见附录 C。若被纳入某一批次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则

Treat 赋值为 1，否则为 0；政策实施后的观测期 Post 赋值为 1，实施前则为 0。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取如下。企业年龄（Age），以企业统计年与成立年差值的对数衡

量；托宾 Q 值（Tobin），以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比值表示；现金流动比

率（CashSub），以流动资产扣除流动负债和货币资金之后与总资产比值表示；资产

收益率（ROA）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负债率（Lev）选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

比值；独立董事比例（Indep）选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总人数的比值；资产有形性

（Phia）为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增长率（Growth），以期

末固定资产原值减去期初固定资产原值除以期初固定资产原值测算；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Top1），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计算；管理层权力

（Dual）为虚拟变量，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4. 工具变量构建

为解决产教融合试点政策评估中“择优选择”引发的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内生

性偏误，本文借鉴 Bartik（Shift-share）工具变量思想，以外生的国际职业教育制度环

境变化和教育错配冲击构建“外生国际冲击×企业预定技能暴露”的企业层面工具

变量。选取外生冲击来自 OECD 与 ILOSTAT 的跨国年度指标，反映国际层面职业教

育结构演进、教育错配变化等宏观趋势，其变化由各国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

结构调整等驱动，与中国单个企业的联合创新活动不存在直接因果联系。差异化

暴露由企业在政策实施前既定的人力资本与技能结构决定。

本文构建了两类 Bartik 工具变量，主要选取了两个数据库：第一个数据库选

取 2013~2023 年 OECD 数据库 Education and Skills 的职业教育（VET）数据集，该数

据集提供各国不同教育层级的 VET 学生占比和分布，并按 ISCED 教育层级划分。

该类指标刻画一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倾向，如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比重变化

等，可作为“技能形成体系演进”的外部制度环境变量。选取理由是，产教融合政

策意在强化企业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协同育人机制。国际职业教育结

构的变化会影响全球技能供给、职业教育理念与制度扩散、企业训练方式等宏观

背景，从而与中国产教融合试点政策推进的现实逻辑具有相关性，但其变化并非

由中国单个企业创新活动驱动，具有外生性潜力。第二个数据库选取了 2008~
2023 年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 ILOSTAT 数据集。该数据集以国家

年份提供就业人群的教育匹配状况分类统计，如匹配、过度教育、不足教育等。

该类指标可构造教育错配率，反映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供需错配的宏观冲击。选

取理由是，教育错配变化体现全球范围内技能供需结构与产业升级速度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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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影响企业对外部技能供给的依赖与内部培训激励。对中国产教融合试点

而言，全球错配上升可能强化企业与教育部门协同培养的需求，从而与政策推进

存在相关性；同时该冲击来自跨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与中国单个企业联合创

新不存在直接因果链条。

第一步，外生冲击（Shock）。OECD-VET 与 ILOSTAT 错配冲击的构造。第一，

OECD-VET 错配冲击。在国家 c、年份 t，OECD 提供不同 ISCED 层级的 VET 分布

份额，记为：VET ( )l
c，t l ∈ { }Upper，Short 。为增强解释性与可比性，本文构造两类核心

冲击：高中层次职业教育职业结构 VET Upper
c，t 冲击（Upper-secondary VET share）；短期

高等职业教育结构 VET Short
c，t 冲击（Short-cycle tertiary VET share）。 Aggc( )⋅ 为 OECD

国家的跨国中位数。选择滞后一期 Shockt-1 作为中国企业 t 年的冲击。

ShockOECD_Upper
t = Aggc (VET Upper

c，t )；ShockOECD_Short
t = Aggc (VET Short

c，t ) （14）
第二，ILOSTAT 错配冲击。国家 c、年份 t 的过度教育就业人数 Overc，t、不足教育

就业人数 Underc，t、总就业人数 Totalc，t。可构造如下指标：

OverRatec，t = Overc，t

Totalc，t
，UnderRatec，t = Underc，t

Totalc，t
，MismatchRatec，t = Overc，t + Underc，t

Totalc，t

（15）
将国家层面错配率取均值作为年度冲击，滞后一期作为中国企业 t 年的冲击。

ShockMismatch
t = Aggc( )MismatchRatec，t ，ShockOver

t = Aggc( )OverRatec，t ，

ShockUnder
t = Aggc( )UnderRatec，t

（16）
第二步，构建以企业技能结构作为暴露权重度量。第一类基于 ILOSTAT 教育

错配率冲击，暴露权重以企业技术人员占比衡量，原因在于教育错配本质上反映技

能供需偏离与高技能匹配难度的外生变化，技术人员占比越高的企业对适配技能

供给更敏感，因而更可能通过产教融合试点获得协同育人、联合研发等制度性支

持，且技术人员占比取政策前基期可避免政策实施后的人力结构调整反向影响工

具变量。第二类基于 OECD 职业教育 VET 结构演进冲击，暴露权重以企业专科与高

中及以下员工占比衡量，用以刻画企业对职业教育劳动力供给的更广义依赖程度。

VET 体系结构变化属于国际层面的制度环境变动，难以由中国单个企业创新行为

所驱动；而专科与高中及以下占比更能覆盖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技能人才的主体来

源，从而在企业间形成差异化暴露。两类工具变量分别从高技能错配压力与职业

教育供给体系变化两条互补机制刻画试点政策的外生渗透强度，确保其相关性与

外生性。基于 WIND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员工结构数据，采用政策执行之前的 2010~
2013 年均值计算 wSkill

i 。企业人员结构在短期具有粘性，且以政策前信息构造可避免

政策实施后的人力结构调整反向影响工具变量。

第三步，企业层面 Bartik 工具变量渗透构造。基期技能暴露为 wSkill
i ，年度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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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为 Shock( )k
t ，Z ( )k

i，t = wSkill
i × Shock( )k

t ，k 表示 ILOSTAT 和 OECD-VET 不同指标口径。

以上构建的工具变量与中国产教融合试点企业政策的相关性主要来自“技能体系

或错配冲击—产教融合需求—政策渗透”的联系。当国际职业教育结构向更高层

级倾斜或全球错配加剧时，前者体现为 VET 比重上升，后者体现为 Mismatch 上升，

企业面对技能供给与培训模式的不确定性上升，更倾向于通过与教育部门协同培

养来缓解技能约束；地方政府在推进产教融合试点时，亦更可能在技能密集型企业

中强化政策渗透。由于 wSkill
i 刻画企业技能密集程度，同一冲击下技能密集企业的

政策渗透更强，从而体现相关性。在外生性与排他性方面，一方面，外生性冲击

Shock( )k
t 来自 OECD 与 ILOSTAT 的跨国年度变化，主要由他国教育制度改革、劳动力

市场结构等因素决定，不会由中国单个企业校企联合创新活动所影响；另一方面，

外生性的暴露权重，企业技能结构权重 wskill
i 使用政策前信息构造，避免了政策实施

后企业调整人员结构。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2008~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中国专利数据

库、城市统计年鉴、OECD 的 Education and Skills 的 VET 数据以及 ILO 的 ILOSTAT 数

据等。剔除 ST 类、ST*类、PT 类企业及变量缺失样本，最终保留了 46062 个观测值。

本文对连续变量在 2% 与 98% 分位区间缩尾处理，以规避极端值干扰。描述性统计

详见附录 D。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式（12）在替代型（Subs）与互补型（Comp）两类校企联合创新模式下

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采用企业固定效应，列（3）和列（4）采用企业和年份的

双向固定效应，列（5）和列（6）采用企业—年份—行业的多维固定效应。显然，

Treat×Post 的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教融合政策对替代型校

企联合创新模式与互补型校企联合创新模式均存在正向创新激励。列（5）估计值

0.073 大于列（6）的 0.065，列（1）和列（2）、列（3）和列（4）均是前者大于后者，这说明

了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下的估计系数略高于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反映政策对替

代型校企联合创新的促进力度相对更强。产教融合政策对两类联合创新模式的激

励效应，本质上源于校企协作平台对创新资源的精准匹配：对于替代型联合创新，

高校前沿技术可直接弥补企业研发能力的短板，减少企业自主研发的成本与风险，

政策的资源补充效应更直接，因而激励力度相对更高；对于互补型联合创新，校企

间的技术交流与需求反馈虽能优化研发方向，但协作过程中的协调成本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政策的即时效应。这一差异既体现了产教融合政策对不同协作模式的适

配性，也为政策通过差异化校企协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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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产教融合激励不同校企联合创新模式下的创新激励效应

变量

Treat×Post

企业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替代型

Subs
0.118***

（0.022）
是

是

否

否

45395
0.011

（2）
互补型

Comp
0.088***

（0.017）
是

是

否

否

44794
0.009

（3）
替代型

Subs
0.074***

（0.024）
是

是

是

否

45395
0.248

（4）
互补型

Comp
0.066***

（0.018）
是

是

是

否

44794
0.198

（5）
替代型

Subs
0.073***

（0.024）
是

是

是

是

45395
0.248

（6）
互补型

Comp
0.065***

（0.018）
是

是

是

是

44794
0.19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衡趋势检验，并进

行如下稳健性分析。其一，替换被解释变量，选取只包含企业和学校联合申请专利

与校企联合发明申请专利回归。其二，加入城市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占比、产业结

构等系列城市控制变量。其三，剔除专利申请为零的企业，避免引发零值偏误，研

究范围更聚焦于具备创新基础或创新意愿的企业群体。其四，考虑到政策是 2019
年 9 月试点，采用滞后一期以排除非实质性合作带来的估计偏误，聚焦政策落地校

企开展的实质性联合创新行为。其五，通过核密度匹配进行 PSM-DID 估计，以缓解

自选择偏误。其六，重复 500 次随机抽样进行安慰剂检验分析。其七，增加事前控

制变量，并包含其时间趋势项，通过引入“事前控制变量×时间趋势”交互项，以缓解

“企业事前特征的固有时间趋势与政策冲击相混淆”的内生性问题。其八，选取国

家大学科技园设立、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等排除竞争性政策的干扰。其九，将 6240 家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含非上市公

司）与全部专利数据匹配，识别出 2008~2023 年共 4059900 个企业个体观测值，有效

缓解上市企业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既能够增强统计检验的功效，也可降低小样本下

随机波动对结论的干扰。其十，采用 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提出的异质性稳

健估计量进行估计分析。限于篇幅，以上稳健性检验的详细描述和结果见附录 E，

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强化了产教融合政策与校企联合创新之间存在因果关联

的推断可靠性。

（三）内生性检验

第一，为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企业参与校企联合创新存在自选择行为，本文

采用 Heckman 两步法处理内生性。通过 Probit 模型估计企业参与联合创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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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外生工具变量地区高校密度（城市普通高校数/户籍人口）；将逆米尔斯比率

（IMR）纳入主回归，控制未观测因素干扰。该工具变量兼具外生性（由区域教育布

局决定，不受企业创新决策影响，仅间接影响合作概率）与相关性（高校密度越高，

校企合作机会越多），满足工具变量核心约束。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第二，基于 OECD-VET 数据、ILOSTAT 教育错配率两类外生冲击构造 Bartik 工

具变量开展 2SLS 估计，并进行联合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Treat×
Post 的二阶段系数显著为正，且对替代型校企联合创新模式的促进效应整体强于互

补型；弱工具变量、欠识别、过度识别等各类识别检验均通过，证实结论稳健。替代

型模式强调以校企联合替代企业内部独立研发和内部人才培养的路径，因而对外

部职业教育供给与制度环境变化更敏感；互补型模式则强调在企业既有创新能力

基础上与高校形成互补增量的路径，对同一政策冲击的响应相对温和。产教融合

政策呈现出“替代型效应更强”的特征，这表明政策更可能通过缓解企业技能供给

约束、降低内部培养成本与缩短技术转化周期，促使企业在“替代型”路径下更显著

地提升校企联合创新；而互补型模式中更多体现为在既有创新基础上的联合增量，

因此系数相对较小但仍显著为正。内生性检验的详细描述和结果见附录 F。

五、进一步分析

（一）联合创新路径分析

1. 人才引进需求

本文选取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网、58 同城、BOSS 直聘等招聘平台数据，剔

除招聘人数为零、人数缺失、工作城市缺失的无效样本以及重复招聘信息等，以大

专及以上学历人才招聘加总的对数值作为人才引进需求（Tec）的度量。表 2 列（1）
和列（2）以 Tec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Treat×Post 系数在替代型（Subs）与互补型

（Comp）两类校企联合创新模式下均为显著正值，说明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在实施

后显著提升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强度。产教融合试点的核心逻辑是将校企协同育

人等制度嵌入企业生产研发，催生技能型与复合型人才需求：替代型联合创新中，

企业通过引才内化高校知识、替代外部技术，人才需求增幅更大；互补型模式下，需

求增长集中于跨界协作转化人才，幅度略小。这验证了“试点政策→人才集聚吸纳

能力提升→联合创新产出增强”的传导路径。

2. 政府财税激励

本文依据试点政策对企业职业教育投资给予 30% 教育费附加与地方教育附加

抵免的制度安排，选取企业层面可观测的教育类附加税负作为核心依据。以企业

当期教育费附加与地方教育附加之和相对企业所得税的比值的对数值作为政府财

税激励（Tax）度量。该指标刻画了企业教育类附加税费相对于所得税的相对强度：

在政策抵免发生时，教育类附加税负下降，从而税收相应降低，体现财税支持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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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本端的缓释作用。表 2 列（3）和列（4）显示，Treat×Post 系数在替代型与互补型

校企联合创新中均显著为负，表明试点政策实施后企业教育类附加税负相对下降，

与政策中教育附加抵免安排相符，证实产教融合试点通过财税减负降低企业参与

职教与协同育人的边际成本，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环境。两类创新模式下负向效

应幅度相近，说明财税减负是共同基础条件，可为不同创新模式提供稳定资金与成

本空间，提升参与可持续性，验证了“产教融合试点→财政激励（教育附加减负）→
促进校企联合创新”的传导路径。

3. 信号传递机制

为检验信号传递机制，本文构建企业年度媒体关注度指标量化政策背书效应。

数据源于 CNRDS 财经新闻数据库，依托报道时间、公司提及等信息，将日度新闻按

上市公司与年份汇总，加总新闻对企业的提及强度形成年度指标，规避分布偏态。

该指标刻画企业外部信息曝光度，可量化检验“信息曝光→外部认知→合作匹配”

的信号传递链条。表 2 列（5）和列（6）显示，Treat×Post 在替代型与互补型校企联合

创新中均显著为正，表明产教融合试点显著提升了企业媒体与资本市场曝光度与

关注度。该机制下，试点资格与媒体传播可降低校企合作信息不对称与企业质量

识别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其中替代型模式系数略高，因信号带来的融资、声誉效应

更易转化为内部创新资源，互补型则依赖持续协作匹配，边际效应稍小。结果验证

了“产教融合试点→信息扩散和降低不对称→促进校企联合创新”的传导路径。

表2 机制分析：人才引进需求、政府财税激励与信号传递机制

变量

Treat×Post

企业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人才引进需求

Subs
0.224***

（0.085）
是

是

是

是

34215
0.686

（2）
Comp

0.176**

（0.086）
是

是

是

是

33752
0.685

（3）
政府财税激励

Subs
-0.036**

（0.018）
是

是

是

是

42529
0.282

（4）
Comp

-0.036**

（0.018）
是

是

是

是

41965
0.280

（5）
信号传递机制

Subs
0.120***

（0.026）
是

是

是

是

44712
0.679

（6）
Comp

0.107***

（0.025）
是

是

是

是

44118
0.677

注：同表 1。

（二）从合作模式到创新产出

前文替代型与互补型校企联合创新模式刻画的是合作双方知识匹配结构，描

述的是知识结构与企业既有技术基础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的是补短板与跨域组

合还是同域强化与替代性投入。从创新产出的探索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将校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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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新产出划分为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刻画的是进入新技术域和产生高影

响力，还是沿既有轨迹迭代改良，描述的是联合创新产出的性质与影响。两个维度

的区分可以检验政策对不同类型校企联合创新质量结构的影响差异。本文分别从

新增专利度量“技术空间扩展”与高被引专利度量“高影响力突破”来刻画企业突破

式创新，前者更敏感于校企合作引入外部知识并推动企业进入新技术域的效应，识

别探索式突破，后者更直接衡量创新对后续研发的引用与扩散，识别高影响力突

破。附录 G 中汇报了两种方式的平行趋势检验。

1. 以“技术空间扩展”的度量

突破式创新核心是知识边界扩张，如果在既有知识集合之外引入新技术域并

形成新的知识组合，则更接近突破式创新的探索性内涵（March，1991；Fleming，
2001；Katila 和 Ahuja，2002）。本文采用校企联合创新新增专利数量测度，直接捕捉

“跨域探索—边界扩张”的突破性特征，该口径强调突破式创新的“技术空间扩展”。

首先，取每件专利的 IPC 主分类并映射到 section（A-H），在企业 i 的校企联合专利集

合上形成当年覆盖的技术类别集合。随后构造企业在该年份之前所有年份的校企

联合技术类别历史存量集合（累计到 t-1年）。据此，将当年首次出现的 IPC类别定义

为当年集合中相对于历史存量的新增部分集合。其次，统计当年校企联合专利中落

入新增类别集合的专利数，使用新增专利数量来刻画突破强度，而渐进式创新为校

企联合在既有技术域内的改良迭代。为避免重复记录导致虚增，对“企业—年份—

校企联合-IPC 类别—专利标识”进行去重后再计数。详细的变量识别描述见附录

H。表 3 汇报的是以“技术空间扩展”刻画的突破式与渐进式创新。列（1）~列（4）为

企业与高校联合申请专利 Joint_All，列（5）~ 列（8）为校企联合申请发明专利

InvApp_JoAll。核心变量 Treat×Post 对突破性创新系数整体不显著，对渐进式创新则

保持稳定显著正向，表明产教融合试点政策对校企联合创新的促进主要体现为沿

既有技术轨迹的扩容深化，而非推动跨技术域突破；且该效应在替代型与互补型模

式中均成立，说明政策通过降低合作摩擦、提升对接与研发效率，更易促成风险低、

落地快的渐进式联合研发。

表3 校企联合创新：“技术空间扩展”度量

Treat×Post

企业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0.005
（0.011）

是

是

0.001
（0.006）

是

是

0.072***

（0.023）
是

是

0.067***

（0.018）
是

是

-0.001
（0.002）

是

是

0.001
（0.001）

是

是

0.017***

（0.005）
是

是

0.014***

（0.004）
是

是

变量

（1）
Joint_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2）

Comp

（3）

渐进式创新

Subs

（4）

Comp

（5）
InvApp_Jo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6）

Comp

（7）

渐进式创新

Subs

（8）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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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是

是

44280
0.169

是

是

44030
0.131

是

是

44643
0.242

是

是

44270
0.193

是

是

44280
0.166

是

是

44030
0.118

是

是

44643
0.241

是

是

44270
0.199

（续）

变量

（1）
Joint_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2）

Comp

（3）

渐进式创新

Subs

（4）

Comp

（5）
InvApp_Jo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6）

Comp

（7）

渐进式创新

Subs

（8）

Comp

注：同表 1。

2. 以“高影响力突破”度量

仅以新进入技术类别识别突破，可能无法区分“新但影响有限”与“重要但发生在

既有领域内部”的创新。本文使用专利被引次数衡量创新的知识价值与外溢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专利引用能够反映知识扩散、技术溢出与创新的经济价值（Jaffe 等，

1993；Hall等，2005）。以专利申请后五年窗口内被引次数为基础，在“同一技术类别×
申请年份”的可比集合中，计算 99分位被引阈值，将 Top1% 高被引专利界定为突破性

专利；企业年份层面突破式创新为校企联合高被引专利数，未达阈值的联合专利则为

渐进式创新。详细的变量识别描述见附录 H。表 4 结果显示，Treat×Post 在突破性创

新上的系数同样整体不显著，而对渐进式创新依然呈现显著促进效应，表明产教融合

试点政策在样本期内更有效推动校企联合创新的常规累积提升，对高影响力突破的

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反映政策优先驱动可规模化的渐进式联合创新，而高影响力突破

因需更长知识转化周期、更深产学研耦合及更高资源投入，短期内难以显现。

表4 校企联合创新：“高影响力突破”度量

变量

Treat×Post

企业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Joint_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0.030

（0.018）
是

是

是

是

43802
0.229

（2）

Comp
0.012

（0.011）
是

是

是

是

43653
0.170

（3）
渐进式创新

Subs
0.048***

（0.018）
是

是

是

是

43805
0.252

（4）

Comp
0.053***

（0.015）
是

是

是

是

43324
0.208

（5）
InvApp_JoAll

突破性创新

Subs
0.005

（0.003）
是

是

是

是

43802
0.210

（6）

Comp
0.001

（0.002）
是

是

是

是

43653
0.173

（7）
渐进式创新

Subs
0.011***

（0.004）
是

是

是

是

43805
0.266

（8）

Comp
0.013***

（0.003）
是

是

是

是

43324
0.209

注：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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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重点考察以下异质性来源及其影响，详细描述和结果见附录 I。
1. 不同技术行业

产教融合试点政策通过降低校企协作成本、优化科研要素配置与促进知识

溢出发挥作用，但该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本文依据《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划分高新技术与非高新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因技术耦合度高、更依赖

高校科研平台与高端人才供给、技术迭代快，相较非高新技术行业，其企业在政

策实施后获得更强的校企联合创新增量。其中，替代型校企联合创新的增量高

于互补型，这是由于替代型模式与企业既有技术轨迹相容、落地速度快；而互补

型模式受跨域整合与成果转化周期较长的影响，短期增量相对较小，但仍受政策

显著促进。

2. 不同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决定外部知识吸收转化能力边界：大规模企业研发体系完善、资源丰

富，更易形成持续产学研合作；小规模企业受资金、人才等约束，合作机会转化能力

较弱。本文以在岗员工人数衡量规模，以 5000 人为阈值区分企业规模。研究表明，

产教融合试点政策对校企联合创新的促进效应在大规模企业中显著更强，原因在

于政策虽降低合作制度成本，但实质产出高度依赖企业自身研发与吸收能力，大规

模企业更易将政策便利转化为项目扩张与研发强度提升。

3. 企业所有制

依据企业股权性质，区分外资、国有、民营企业，检验产教融合政策效应的所

有制异质性。国企具备稳定研发投入与完善组织治理，在对接高校、联合攻关中

更具优势；民企虽市场导向鲜明、决策灵活，但受融资约束、研发投入波动与高端

人才获取限制，政策效应释放强度可能较弱。结果表明产教融合试点对国有企业

校企联合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强于民营企业，国企更易依托政策平台与制度优势

对接高质量高校资源，形成持续性联合攻关，进而实现更大规模的联合研发增量；

民营企业同样受益于政策带来的合作门槛降低与信息摩擦减少，但政策驱动的创

新增量相对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国企与民企在替代型、互补型两类联合创新模

式下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说明政策的促进作用并非局限于单一合作形态，而是

对不同知识匹配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

4. 创新型城市异质性

产教融合政策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禀赋，更高度依赖城市创新生态与制度环

境。创新型城市集聚高密度科研资源、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与人才供给，且地方

政策执行能力更强，能显著降低校企合作成本、放大政策效应。本文依据科技部

103 个创新型城市名单划分样本，显示在创新型城市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在两类联

合创新模式中表现一致。这表明创新型城市的科研基础、转化体系与执行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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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地提供了优渥条件，可将政策激励高效转化为联合研发；同时印证产教融

合试点与地方创新生态高度互补，城市创新基础越扎实，政策效应越易放大并持

续释放。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8~2023 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准自然

实验，构建包含政策冲击的高校与企业两部门理论模型，系统探究产教融合对校

企联合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教融合试点政策显著促进校企联合创新

专利产出，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因技术适配性强、资源集中效应明显，政策效应

显著强于互补型模式，且该效应通过人才引进、财税激励、信号传递三大机制有

效传导。从创新类型来看，政策更偏向推动沿既有技术轨迹的渐进式创新，对突

破式创新的短期促进效果相对有限。政策效应存在鲜明的异质性特征：高技术

行业因技术耦合度高，创新型城市因生态支撑完善，大规模企业因资源储备充

足，国有企业因政策对接顺畅，成为政策红利的主要受益主体，其联合创新的提

升幅度显著较高。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替代型与互补型模式差异，实施靶向施策以提升政策精准度。

替代型联合创新模式的政策驱动效应显著高于互补型模式，而当前产教融合试

点政策存在同质化供给问题，未能充分适配两种模式的核心需求，因此需摒弃

“一刀切”思路，依据两种模式的发展特征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针对替代型与

互补型校企合作模式的效应差异，摒弃同质化政策供给。对替代型模式，聚焦

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低效困境，重点解决企业现有技术迭代慢、适配

性不足的痛点，建立技术替代专项对接机制，由政府牵头搭建校企技术对接平

台，引导高校定向研发适配技术，强化政策对短期技术迭代的支撑；对互补型模

式，重点支持校企联合磨合与技术适配，设计覆盖研发全周期的阶梯式资助计

划，通过针对性初期支持对冲短期效应平缓的短板，引导企业与高校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机制，逐步释放互补型模式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长期协同

价值。

第二，瞄准三大传导机制，夯实人才、激励与信号核心支柱。在人才引进机

制方面，构建以技术契合度、人才留存率、创新产出为核心指标的校企人才适配

激励机制，鼓励高校根据企业岗位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人才培养与企

业核心研发需求精准对接，引导联合培养人才深度参与企业核心研发项目，提

升人才培养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在信号传递机制方面，升级官方信息披露平

台，除公示试点企业名单外，重点披露联合创新的技术方向、研发进展、专利转

化及政策享受情况，降低校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帮助企业快速匹配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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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研发资源，提升校企合作的匹配效率与质量，确保政策红利精准传导至

校企双方。

第三，针对大企业政策红利集中问题，弥合企业间技术差距以兼顾发展公

平与效率。针对政策加剧的企业间技术差距，建立技术溢出绑定机制，将大企

业享受政策红利的额度与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溢出贡献挂钩，明确大企业技术共

享、设备开放、人才帮扶的具体要求，引导大企业将试点政策带来的技术优势、

研发资源向中小企业辐射，带动中小企业技术升级。同时，重点支持中小企业

参与互补型联合创新模式，充分利用其长期效应稳定、投入门槛适中的特征，为

中小企业对接高校研发资源提供专项扶持，帮助中小企业逐步积累技术实力，

平衡规模效应带来的分化风险，推动大中小企业在产教融合中协同发展、共同

提升。

第四，聚焦行业、区域、企业性质异质性痛点，深化政策适配性以释放细分领

域产教融合红利。针对高新技术行业，设立前沿技术联合攻关专项，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鼓励校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开展长期深度合作，推动技术突破。针对传

统行业，引导高校将前沿技术转化为适用性强、落地成本低的实用技术，优化技

术培训服务，降低企业技术吸收门槛，助力传统行业通过产教融合实现转型升

级。在区域层面，推动创新型城市与非创新型城市建立产教创新资源共享机制，

引导创新型城市的高校、企业研发资源向非创新型城市辐射延伸，扩大政策覆盖

范围。针对民营企业，优化政策获取通道，激发民营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

极性。

第五，引导质量升级，推动创新提质转型。产教融合试点政策虽能显著促进校

企联合创新专利产出，但更偏向推动沿既有技术轨迹的渐进式创新，故需要调整政

策导向，推动创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设立突破式创新培育专项，对技术

空间扩展明显、具有高影响力的优质专利给予额外激励，鼓励校企聚焦原创性、突

破性技术开展研发。同时，建立专利质量导向的动态考核体系，将突破式创新产出

占比、专利转化效率等指标纳入试点企业考核范围，对考核优秀的企业给予政策倾

斜，对考核不合格的企业进行动态调整，引导试点企业将发展重心从创新规模扩张

转向创新质量提升，推动校企联合创新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充分发挥产教

融合对企业创新提质转型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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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oster University-industry 
Joint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nterprise Pilot Program
SONG Jian1　SHAO Wei1　WANG Jing2

（1.Joint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joint innov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departments of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It attribu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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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techn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ne type of cooperation is manifested as the joint enterprise-
university technology replacing the existing technological paths of an enterprise， that is， 
the substitution-type joint innovation model. The other type of cooperation is manifested a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joint enterprise-university technology and an enterprise’s 
capabilities， that is， the complementary-type joint innovation model.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pilot policies of industrial-educatio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can 
reshape the patent output structure of joint innov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rough which technical relationships and micro-mechanisms. It also focuses on testing 
the differential policy effects of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y-type joint innovation as a 
scientific issue.

Regarding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wo departments of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R&D， and it is a novel study to embed the efficiency of talent 
matching， tax reduction rate， and signal transmission intensity und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ies into the model， demonstrating the innovation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joint innovation models. This not only compensates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triple helix model in explaining the micro-level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 
but also， through mode comparison，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substitution-type model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omplementary-type or 
reveals differences in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This study takes the pilot of industrial-education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cosine similarity of patent technology space， it divides the joint 
innov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two types-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y-type models. It verifi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education integration on 
joint innovation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the data system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3.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dustrial-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joint innov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olicy effect under the 
substitution-type model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under the complementary-type 
model， and it is achieved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talent introduction， tax and finance 
incentives， and signal transmission. The policy’s promoting effect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s more prominent， and its effect is greater in high-tech industries， innovative 
citi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 regar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odel division， this study breaks thr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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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effect of industry-academia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chnical similarity of joint patents， it constructs measurable 
technical relationship indicators to identify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university-
enterprise joint innovation models to effectively reveal the differentiated innovative 
responses of the same policy under different knowledge matching structures and 
compensate for the insufficient detail in the description of cooperation model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cond， regarding causal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net effect 
assessment， it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caus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pilot project of industry-
academia integration.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the overall effect of industry-
academia integration or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lacking a precise assessment of the net effect of this pilot policy. By combining the 
exogenous instrumental variable strategy to alleviate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 and omitted 
variable bias problems， it achieves a more robust and reliable estimation of the net effect 
of the pilot policy and can identify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the policy on different 
innovation types and different joint innovation models. Third， it deeply dissects the micro-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y-academia integration on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innovation. This study goes beyond general explanations such a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nd tests three specific micro-
mechanism paths-talent introduction， government fiscal and tax incentives， and signal 
transmission. Fourth， regarding innovation type classification and innovation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t further distinguishes breakthrough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expanding 
from the quantity effect to the quality effect， revealing that the pilot policy of industry-
academia integration not only affects the scale of joint innovation but also may change the 
innovation structure and quality， thereby enrich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industry-academia integration and providing more targete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stratified， classified， and 
precise policy support for industry-academia integration.

Key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y； University-industry Joi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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